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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旭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梁武帝萧衍的三个儿子：萧统、萧纲、萧绎，都在中国诗学史上留下了非凡的业绩。
　　以齐梁“三萧”，比汉魏“三曹”，是绝对有意思的事情。明人张溥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·梁武帝集题辞》以萧衍比曹操，说“梁武帝《净业赋序》，即曹孟德之《述志令》也。”同样，以萧氏兄弟比曹氏兄弟，张溥也说：
　　 昭明（萧统）、简文（萧纲），同母令德，文学友于，曹子桓（曹丕）兄弟弗如也。
（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·梁昭明集题辞》）
　　从“三曹”到“三萧”， 不仅有贯珠联璧，前后辉映，堪称美谈的意义；而且一根诗学的中轴线，贯穿了三百多年来审美的变化和诗学的演进，并见文学承传与家族政治的关系。从“三曹”到“三萧”，正合了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咒语。
 
　　萧绎（508—555），字世诚，自号金楼子，小字七符，南兰陵（今江苏常州市西北）人。是梁武帝萧衍第七子，萧统、萧纲的弟弟。初封湘东王，历任会稽太守、丹阳尹、荆州刺史、江州刺史等职。侯景作乱，他奉命在江陵举兵讨伐，大宝三年（552），平定侯景之乱，即帝位于江陵，史称梁元帝。在位三年，西魏攻破江陵，他被杀，追尊为孝元皇帝，庙曰世祖。
[bookmark: _ftnref1][bookmark: _ftnref2]　　萧绎幼年患眼疾，盲一目，然颖悟好学，五岁能诵《曲礼》，六岁解为诗。及长，不好声色，但博览群书，“颇有高名，独为诗赋，婉丽多情，妾怨回文，君思出塞，非好色者不能言[1]。”可惜平定侯景以后，看似大有作为的梁中兴局面只是昙花一现。致使“挟陈思之才，攘子桓之坐 [2] ”的梁元帝萧绎真的只是“眇僧”的化身。
[bookmark: _ftnref3][bookmark: _ftnref4]　　作为一个人，他有些极端，但也充满人情味。他写给八弟武陵王萧纪的信，使一千多年以后的张溥读了觉得“兄弟肥瘦，让枣推梨；上林闻鸟，宣室披图。友于之情，三复流涕。汉明东海，词无以加 [3] 。”他既聪明、博学，又迷信、偏执；明明知道清谈误国 [4] ，但习性不改，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仍在清谈，讲不着边际的学问；思想老在某种极端中徘徊冲突。《梁书·元帝纪》说他失败的原因之一是“禀性猜忌”，不肯把大本营移到金陵，致使自己过于靠近西魏前线；而且不怎么留心政道，“不隔疏近，御下无术，履冰弗惧”，既没有领导艺术，也不了解下情，在政治、军事、管理，做皇帝方面都没有才能，但是一位绝对优秀的学者和读书人。在西魏的军队已经大兵压境的时候，他仍於龙光殿为群臣讲解《老子》义，由“尚书左仆射王褒为执经”，直到魏军围襄阳，内外戒严，他才停讲。在西魏大军攻打江陵最危险的时候，他兼通的儒学、道学、文学、玄学、史学关键时刻都帮不上忙，冬十月，魏军兵临城下，他出枇杷门，亲自临阵督战，无奈梁六军败绩，魏军破门，他回天乏术，遂与太子及江陵男女百姓数万口均遭荼毒。
　　萧绎才思敏捷，下笔成章，为世所称，四十七岁，已留下惊人的著述，计有《金楼子》、《孝德传》、《忠臣传》、《丹阳尹传》、《注汉书》、《周易讲疏》、《内典博要》、《连山》、《洞林》、《老子讲疏》、各地地方志等四百余、文集五十卷，已佚，明人张溥辑有《梁元帝萧集》。
　　像他的人一样，萧绎的文学观向来为研究者把握不准。从他姓萧，是萧统、萧纲的弟弟，一家兄弟并称“三萧”，有的学者就以为他们的观点类似，对文学的看法也属齐鲁之政，兄弟之文，归为一派；从他《金楼子·立言》篇为文下定义：“吟咏风谣，流连哀思者谓之文”、“至如文者，惟须绮縠纷披，宫徵靡曼，唇吻遒会，情灵摇荡”看，有的学者就以为萧绎和萧纲是形式主义的代表；从萧绎反复提倡“立言不朽”和《金楼子》中自比周公、孔子、太史公和其他儒学气息很重的话来看，有的学者又以为他与萧统文学观相同。
　　总之，对“三萧”的态度和评价，比较多的研究者是：基本肯定萧统，正面批评萧纲，完全忽略萧绎。
　　像刘勰撰《文心雕龙》，钟嵘撰《诗品》，刘昼撰《刘子》，萧统编纂《文选》一样，萧绎撰有《金楼子》，晋宋以来，齐梁之际学术之昌盛，文化氛围之浓厚，著书风气之盛炽，由此可见一斑。但不可理解的是，《金楼子》像它的主人一样被历史忽略了。
梁代那么重要的一部典籍，使中国文学从历史、哲学、各种非文学的母胎中分离、发展，并取得独立的标志性理论之一，以致有些日本学者以为可与刘勰《文心雕龙》、钟嵘《诗品》鼎足而三的萧绎的《金楼子》，目前的研究者却很少，在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到了即将结束的世纪末，对于《金楼子》，我们应该说一声惭愧。
[bookmark: _ftnref5]　　因为，我们老是引它的《立言》篇以为己用，引《立言》篇又老引那么几句，对《立言》篇以外的部分，就知之甚少，甚至全然不知。当前，研究《文心雕龙》已经热火朝天，拥有“龙学”、“龙刊”和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，研究《诗品》也逐渐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之时，《金楼子》仍少人问津，迄今为止没有一部研究专著，大陆甚至没有一本注本 [5] ，论文也只有寥寥几篇，这种情况，正如它在历史中散失、湮没不彰，如今靠类书辑佚流传的悲剧性的结局。
萧氏三兄弟出身同一个家庭，有相同的思想环境、读书方式，使他们都兼通儒、佛、道，和很类似的知识结构。但由于经历不同，年岁的差别，特别是他们各自形成的文学集团不同，受不同文人的影响，使他们的文学观产生差异。若仔细分析他们的理论，不偏不倚地全面考察，则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：
　　“三萧”是三个圆圈，萧统在前，萧纲在后，萧绎居中；居中的萧绎的文学观与萧统、萧纲有部分重叠；与萧统重叠的部分多，与萧纲重叠的部分少；可知萧绎的文学观，虽与萧纲有相似的地方，但比较而言，更接近萧统。
　　如果把齐梁以来的文学观分为：
　　（一）“国史守旧派”；
　　（二）“儒学折衷派”；
　　（三）“审美新变派”，
　　那么，萧统、萧绎可归于“儒学折衷派”，尽管萧绎在很重要的文学审美特征的认识方面与萧统异而与萧纲同。
　　在另一个文学集团里，与萧统、萧绎走着不同道路的萧纲和萧子显的文学观念，则属于“审美新变派”，代表了齐梁文学发展方向的另一种新思潮。
萧绎与萧统接近，其共同的核心在儒学思想折衷及中和美学方面，两人的文学观不仅不兼容的地方，总体特色也不同。
　　萧统更多的时候体现“共性”，萧绎则体现“个性”；与萧统“兼容”的，“包罗”的，“集大成式”的编纂思想和著述态度相比，萧绎则有“个人”的、“独特”的，“私家著述”的特点；体现萧统特点的是《文选》，体现萧绎特点的是《金楼子》。
　　对文学的发展，萧绎、萧统有相似的观点。萧统的观点是在《文选序》里正面提出来的，他要选“文”，就必须说明“文”的发展演化问题；但萧统的论点，与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篇里说的“时运交替，质文代变，古今情理”大致相同，没有特别的新意和独特的解会，只是儒学气味比刘勰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淡薄一些。划时代的《文选序》要求立论稳妥，立论稳妥就难以有新意和独特的解会。
　　萧绎则不同，萧绎没有正面论述文学的发展问题，但在他的《内典碑铭集林序》中，涉及到“论文之理”和“属词之体”：
　　夫世代亟改，论文之理非一；时事推移，属词之体或异。
　　由于时代的发展，时事的变化，文学，包括文学的体式也会发展变化，这是毫无疑义的。就这个结论，萧绎也与刘勰、萧统相同，但“论文之理”，即评论的理论、观念也会随时代、时事的发展变化而变化，却是萧绎个人极富创造意识的新见，是前人没有说过，后来的文论家也很少涉及，应值得我们珍视的，萧绎《金楼子》的论述，会突然有你想不到的精彩之处往往如是。
　　在文学思想方面，与萧统一样，萧绎也非常重视儒家的“三不朽”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：
　　穆叔如晋。范宣子逆之，问焉，曰：“古人有言曰：‘死而不朽’，何谓也？”……穆叔曰：“……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，既没，其言立，其是之谓乎！豹闻之，大上有立德，
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。”
　　穆叔把人死后的“不朽”分为三等，第一是“立德”，第二是“立功”，第三是“立言”。“立言”的“言”，在《左传》的时代，指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政教言论，以后被人奉为圭臬，成为儒学中的经典，并深深地影响了萧绎，在萧绎的《金楼子》里，经常有关于儒家立功、修德的论述，如《立言》篇：
　　楚人畏荀卿之出境，汉氏追匡衡之入界，是知儒道宝
　　有可尊。故皇甫嵩手握百万之众而不反，岂非儒者之贵乎？
　　《书》称立功、立事，可以永年。君子之用心也，恒须以济物为本，加之以立功，重之以修德，岂不美乎？
　　“立言”的思想不断丰富，不断发展，不断进化，至魏晋时代曹丕给予它新的涵义。
　　曹丕以“人的自觉”、“文的自觉”的思想观念和现代语汇对“立言”加以阐释，使之变成“盖文章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。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於翰墨，见意於篇籍，不假良史之辞，不托飞驰之势，而声名自传於后”，把文章的作用上升为可以超越时空、超越贫贱、超越自我个体生命和政治生命永恒而辉煌的事业。
　　曹丕的这一关于“文章”和“作者”的认识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这一划时代的意义至齐梁时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，并成为一种共识。
　　萧统从要求极严的属于子书的《典论》中，选出《论文》一篇，就是发现了其中的意义，要不是萧统《文选》选录，《典论·论文》很可能和《典论》的其他篇目一样湮没不彰；而萧绎则正面赞同曹丕的观点，不仅是赞同，而且是身体力行，不折不扣地照着做，《金楼子序》说：
　　余以天下为不贱焉，窃念臧文仲既殁，其言立于世；
曹子桓云，立德著书，可以不朽。杜元凯言德者非所企及，
立言或可庶几，故户牖悬刀笔，而有述作之志矣。
　　萧绎明确说自己的“述作之志”，是受了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的影响。《金楼子》卷十三《杂记》篇又转述曹植《与杨德祖书》说：
　　吾志不果，吾道不行，将采史官之实录，时俗之得失，
为一家之言，藏之名山，此外徒虚言耳。
　　在萧绎的一生中，读书和著书立说的时间，确实比他搞政务、搞军事的时间更长。对曹丕“年寿有时而尽，荣辱止乎其身”的紧迫感，萧绎同样有十分敏锐的感觉，《金楼子》第六卷《自序》篇中说：
　　人间之世，飘忽几何；如凿石见火，窥隙观电，萤睹朝而灭，露见日而消，岂可不自序也。
七句话，六句用了四只比喻，如火、如电、如萤、如露，写时间暂短，人世袂忽，反衬应抓紧时间立言，此时不写“自序”，更待何时也？不仅如此，萧绎对自己期许颇高，自视颇高，在儒学和著述上，大有不让前贤，舍我其谁的口气，《金楼子·立言》篇说：
　　周公没五百年有孔子，孔子没五百年有太史公。五百年运，余何敢让焉。
扬雄作赋，有梦肠之谈；曹植为文，有反胃之论。生也有涯，智也无涯；以有涯之身，逐无涯之智，余将养性养神，获麟于金楼之制也。
　　把自己与周公、孔子、太史公放在同一个坐标上，并用与孔子的“获麟”比喻自己写作《金楼子》，萧绎正是在非常个性化语言中，通过对生命的失望表现自己对《金楼子》“绝笔”式的重视。
　　萧绎写作《金楼子》是为了立言，立言是儒家核心思想之一，“立言”要求“言”对政治教化，对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，萧绎非常重视这种作用，《立言》篇说：诸子兴于战国，文集盛于两汉，至家家有制，人人有集。其美者足以叙情志，敦风俗；其弊者只以烦简牍，疲后生。往者既积，来者未已。
　　用“叙情志”与“敦风俗”两条标准，赞美由诸子发端，盛于两汉，迄于今日的私家著述的美者，表现了与萧统相类似的观点。即文学“美者”的价值，既要“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”的社会作用，又要能抒发情性，有娱宾遣兴的功能。兼顾社会作用和个人性情的两个方面，立论与萧统同样稳妥。
　　在“文”与“质”，“典”与“丽”的中和美学方面，萧绎的观点与萧统也别无二致。萧绎在《内典碑铭集林序》论述的中和美，包括“实”与“味”，“艳”与“华”，“质”与“野”，“博”与“繁”，“省”与“率”，“文”与“质”，“约”与“润”，以及这些美学范畴的对立统一与文章体制、风格的关系，甚至比萧统在《文选》和《答湘东王求文集及〈诗苑英华〉书》里论述得更详尽彻底：
　　繁则伤弱，率则恨省；存华则失体，从实则无味。或引事虽博，其意犹同；或新意虽奇，无所倚约；或首尾伦帖，事似牵课；或翻复博涉，体裁不工。能使艳而不华，质而不野；博而不繁，省而不率；文而有质，约而能润；事随意转，理逐言深，所谓菁华，无以间也。文辞“繁”，文骨就“弱”，但过于“省”，又会感觉“草率”；“华丽”有余，就会失去体格，过于“质实”，文章又会淡而无味，做到美中和很难，所以要“艳而不华，质而不野；博而不繁，省而不率；文而有质，约而能润”，在诸多美学因素上保持均衡。
　　以上说的，除了表明萧绎与萧统同具儒家中和美的观念，还讲了如何在文中使用事类典故，典事和新意的关系问题，这也是前代和同时代文论家很少正面论述的。
　　钟嵘《诗品》论诗，反对在诗中用典事，但不反对在“经国文符”、“撰德驳奏”中运用1 ；但在“经国文符”、“撰德驳奏”中如何用典事？钟嵘没有说明；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专设《事类》篇，讲事类与文章的关系；与钟嵘不同的是，他不仅赞成在文章中用事类，而且赞成在诗歌中用典事，把事类典故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2 。但是，刘勰主要强调文章用事类典故的重要性，对如何运用事类的方法仍然讲得很简单，也没有从美学范畴、对立统一的角度加以说明。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1 钟嵘《诗品序》云：“夫属词比事，乃为通谈，若乃经国文符，应资博古；撰德驳奏，宜穷往烈。至乎吟咏情性，亦何贵于用事？“思君如流水”，既是即目；“高台多悲风”，亦唯所见；“清晨登陇首”，羌无故实；“明月照积雪”，讵出经史？观古今胜语，多非补假，皆由直寻。”
2 刘勰《文心雕龙·事类》篇云：“事类者，盖文章之外，据事以类义，援古以证今者也”，“明理引乎成辞，徵义举乎人事”。
与刘勰相同的是，萧绎也认为文章中应该征引事类，否则文章的“新意”将“无所倚约”，但他对征引事类他理解得比较全面，深知引用不当引起的种种弊端。所以说明具体引用时的注意事项：譬如，引用的事类要广博，但意思不能重复雷同；引用的事类要条理清晰，安排妥帖，但不能过于拘谨，以致显得呆板木然，“事似牵课”；应该信笔挥洒、“博涉”，但不能有伤整饬，使体制变形。总之，要“事随意转，理逐言深”，明确“事（类）”、“言（辞）”与“意”、“理”的主、从关系和具体写作时层层推进，步步深入的方法。因此，萧绎关于事类的论述，对刘勰的《文心雕龙·事类》篇无疑是一个补充。
没有证据说萧绎的立言思想来源于萧统，也没有证据说萧绎写作《金楼子》是受了萧统编纂《文选》的影响。但是，诸王之间、兄弟之间不仅在政治上，而且在文学集团和著书立说方面竞争得非常激烈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萧绎与萧统文学观不一致的地方是他们对“文”审美特征的认识有深、浅，宽、窄的不同。这就是《立言》篇中经常为人们提及的：
吟咏风谣，流连哀思者谓之文。
至如文者，惟须绮縠纷披，宫徵靡曼，唇吻遒会，情
灵摇荡。
　　“风谣”，是指受民歌影响的乐府诗，也是当时文人创作的时尚。与钟嵘《诗品》评曹丕、谢惠连、吴迈远、鲍行卿使用过的“新歌”、“绮丽歌谣”、“风人答赠”、“风谣”是同一个意思。
　　这表明了萧绎心目中的“文”的审美特征，要像流行的吟咏情性的歌谣，有流连情思的作品才能称之谓“文”；至于“文”的标准，必须像精美的丝织品那样文采绚烂，音节要靡靡动听，语言要精练，要有动荡感人的情思性灵。这是萧绎论文的核心，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和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　　尽管萧绎也指出今之士俗的浮华轻靡，《立言》篇反对“缙绅”之士和“闾巷小生”推波助澜的不良风气：“夫今之俗，缙绅稚齿，闾巷小生，学以浮动为贵；用百家则多尚轻侧，涉经记则不通大旨；苟取成章，贵在悦目。龙首豕足，随时之义，牛头马髀，强相附会，事等张君之弧，徒观外泽；亦如南阳之里，难就穷检矣。”使人联想起钟嵘《诗品序》中“观王公缙绅之士，每博论之余，何尝不以诗为口实。随其嗜欲，商榷不同。淄渑并泛，朱紫相夺；喧议竞起，准的无依”和“故词人作者，罔不爱好。今之士俗，斯风炽矣。才能胜衣，甫就小学，必甘心而驰骛焉。于是庸音杂体，各各为容。至使膏腴子弟，耻文不逮，终朝点缀，分夜呻吟。独观谓为警策，众睹终沦平钝”的话，但是，萧绎对“文”流连哀思的内容特性，在文采、声韵、情灵上的美学要求，不仅比萧统《文选》大大地前进了一步，向纯文学的方向发展。并且，还以此为思想基础，在实际选录作品的标准上，也表现出与萧统，同时与钟嵘《诗品》大异其趣。
　　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文章》篇记载说：吾家世文章，甚为典正，不从流俗；梁孝元在蕃邸时，
撰《西府新文》，讫无一篇见录者。亦以不偶於世，无郑、卫之音故也。有诗赋铭诔书表启疏二十卷，吾兄弟始在草土，并未得编次，便遭火荡尽，竟不传於世。衔酷茹恨，彻於心髓！操行见於《梁史·文士传》及孝元《怀旧志》。
　　萧绎在蕃王宅邸，曾命萧淑参与编纂诸臣僚友之文，成《西府新文》十一卷。西府，即江陵萧绎的蕃邸，江陵是萧绎奉诏讨伐侯景的起兵之处和即帝位地方，同时是当时梁代的首都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，最高军事指挥所和萧绎最后的葬身之地。
　　萧绎编《西府新文》事，在萧统编《文选》之前？还是编《文选》之后？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可留待他日考证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《西府新文》中的“新文”二字，表明了萧绎选文的标准和对文的要求，当与他自己所提倡的“吟咏风谣，流连哀思者谓之文”，“至如文者，惟须绮縠纷披，宫徵靡曼，唇吻遒会，情灵摇荡”的理论有关，而与萧统编纂《文选》时的选文标准和对文的要求不同。
　　萧绎的《西府新文》唐代仍可以看到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里仍有著录，但今佚不传，这使“新文”的具体内容，究竟哪些作品被选入？称为“新文”，已难详悉。但有一点是知道的，就是颜之推的父亲颜协的作品一篇也没有入选。
　　颜之推在《颜氏家训·文章》篇中所谓“吾家世文章”，说他家族的文学传统，一点也没有夸张，颜氏家族确实有着非常优秀的文学传统。
　　颜之推的父亲颜协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，曾撰有“诗赋铭诔书表启疏二十卷”。对颜协的文学活动，《梁书·文学传》曾有记载：“颜协，字子和，琅琊临沂人也。七代祖含，晋侍中、国子祭酒、西平靖侯。父见远，博学有高行……协幼孤，养於舅氏。少以器局见称。博涉群书，工於草隶。释褐湘东王国常侍，又兼府记室。世祖出镇荆州，转正记室。时吴郡顾协亦在蕃邸，与协同名，才学相亚，府中称为“二协”……大同五年，卒，时年四十有二。世祖甚叹惜之，为《怀旧诗》以伤之。其一章曰：‘弘都多雅度，信乃含宾实；鸿渐殊未升，上才淹下秩’。”《北周书·颜之仪传》也有类似的记载1 。
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三点：
　　一是颜协确有才学，以致萧绎《怀旧诗》也说他“上才淹下秩”，为他惋惜；
　　二是颜协撰有诗赋铭诔书表启奏各种作品可供萧绎编《西府新文》选择；
　　三是颜协死后萧绎叹惜、怀念，又写《怀旧志》，又写《怀旧诗》，说明与颜协的私人关系非常好。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萧绎命萧淑编纂《西府新文》，对颜协的作品一篇也没有选录，好让颜之推伤心。其中的原因，应该是不可妥协的观念上的。正是颜之推说，是他的父亲颜协“亦以不偶於世”，作品“无郑、卫之音故也。”
　　这里的“郑卫之音”，指当时的浮华轻靡之文，其实一种当时流行的新时尚。
《南史·萧惠基传》说：“宋大明以来，声伎所尚多郑、卫，而雅乐正声，鲜有好者。”钟嵘《诗品》转述从祖钟宪说的：“大明、泰始中，鲍、休美文，殊已动俗。”“美文”，其实是当时流行的“新”文，是文人学习民歌以后形成的新风格。萧绎《西府新文》选录的，也许正是这种“新文”和“美文”。
　　颜协的作品“讫无一篇见录”，是因为没有带郑卫之音的“新文”和“美文”，没有“新文”和“美文”，照颜之推的言外之意是“吾家世文章，甚为典正，不从流俗”，不屑为之。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1 《北周书·颜之仪传》曰：“父协，以见远蹈义忤时，遂不仕进，湘东王引为府记室参军，协不得已乃应命。梁元帝后著《怀旧志》及诗，并称赞其美。”
这种“新文”和“美文”的骇世“动俗”，与当时人的审美意识新变互为因果。萧绎敏锐地感受到这种“动俗”与“新变”所代表的新的美学内涵，并形成自己新的文学思想，这使他在对“文”的审美特征上，有比哥哥萧统更深的认识，对“文”、“笔”的解释也更纯粹，更接近当代意识；同时，像颜协，自己很欣赏的才学之士，因为坚持“典正”，“不从流俗”，所以只能“讫无一篇见录”，这些都是必然的。
有意思的是，钟嵘对大明、泰始以来的“美文”及“动俗”的风气，基本上采取了贬斥的态度，而坚持“典正”，“不从流俗”则被当作优点来赞美。《诗品》“齐黄门谢超宗”等七人条即赞美“檀、谢七君，并祖袭颜延，欣欣不倦，得士大夫之雅致”，“唯此诸人，传颜、陆体，用固执不移，颜诸暨最荷家声。”这是钟宪影响下钟嵘的文学观。
还有，钟嵘《诗品》对所有带民歌意味的风谣诗，及其诗人，都给予较低的评价。如评曹丕“新歌百许篇，率皆鄙直如偶语”；评谢惠连“又工为绮丽歌谣，风人第一”；评吴迈远“吴善于风人答赠”；评鲍行卿“甚擅风谣之美”。这些都是对中、下品诗人给予的中、下品评语。而萧绎却把“吟咏风谣，流连哀思”中的“风谣”作为“文”的标准风格，其文学观不同也如是。
《北史·文苑传序》论当时的文风说：
简文（萧纲）、湘东（萧绎），启其淫放。
把萧绎与萧纲相提并论，说他们共同开启了“淫放”之风，也许说得夸张了一点，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。但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，在文学的审美特征方面，萧绎的文学观与萧统不同，与钟嵘有别，倒与萧纲接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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